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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本研究从多重网络理论视角出发，构建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多渠道

扩散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医联网环境下不同信息渠道之间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的交互影

响；其次，得出区分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公众中扩散开来与否的阈值；最后，利用实

际数据对所建立的理论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及案例分析． 研究结论表明：１）与仅进行正确认知

的宣传推广相比，在正确认知宣传的同时进行认知纠偏，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散

效率将降低的更加明显；２）与仅对一种或两种渠道中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散进行深度管

控相比，如果同时对所有渠道中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散均进行适度干预，医源性风险偏差

感知的扩散效率将更显著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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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伴随着信息技术在全民健康促进与公民健康

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得到了极

大完善与蓬勃发展，医联网这一全新概念由此逐

渐产生．医联网是指由分布在各类医疗、健康、保
险机构或社区、家庭等空间的，并与医疗健康相关

的人和物及其信息资源构成的互联网络 ［１， ２］ ．医
联网的建设及演进可对与医疗健康相关的各类资

源实现智能互联，并对卫生服务体系与产业逻辑

带来全面变革，进一步实现院内院外、线上线下协

同的智慧医疗健康服务，从而加快提升公共卫生

服务的质量，有效提高医疗健康系统的复原

力［３］，最大限度地整合医疗资源以解决我国长期

存在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及我国社会随着老龄

化的程度加深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不断增

长［４］等问题．
医联网的发展与应用在为社会带来医疗进步

的同时，也会引起公众的心理变化，可能引发人们

对医联网下新医疗技术的不同看法．一方面，用户

给予新技术过度信任，甚至出现信息相背时仍更

倾向于智能技术提供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们对新

技术又极度恐惧，担心新技术的潜在伤害，甚至出

现患者在医疗活动中心理压力非理性增大的现

象［５］ ．比如，在采用基于智能算法的乳腺癌患者

筛查决策辅助系统后，３８ 岁 ～ ５０ 岁的女性不愿接

受乳腺癌筛查的人数增加，从而降低筛查性乳房

Ｘ光检查的使用率［６］ ．可见，由于公众对医联网环

境下医源性风险的错误理解与经验知识匮乏以及

医源性风险的频繁发生，容易导致公众对医联网

环境下的医源性风险产生偏差感知，并经由不同

信息渠道扩散，直接影响公众对于医联网下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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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风险的认知程度，从而进一步放大或弱化医联

网下的医源性风险，随之诱发一系列影响深远的

医源性风险感知问题． 如果无法有效预防和治理

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散，会迅

速降低公众对医联网的信任，严重阻碍医联网的

发展，对我国新时代基于医联网的医疗健康体系

和应急救治体系建设产生显著负向影响［７］ ．
以往研究对医源性风险的界定和概念讨论并

不多见，本研究将医源性风险拆分为医源性和风

险两个术语，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界定． “医源

性”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由治疗者带来的，分为

广义医源性和狭义医源性． 广义医源性泛指由于

医疗服务所引起的非预期结果，而狭义医源性特

指由于医疗行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８］ ． 关于风险

概念的探讨目前已较为成熟．普遍而言，风险也可

以分为广义风险和狭义风险两种类型． 广义风险

是指由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导致的、偏离当事人

预期目标的综合效应，狭义风险则指由于未来结

果的不确定性而对个体或组织产生损失的可能

性［９］ ．可见，狭义医源性和狭义风险均强调带给

当事人的负面后果，包括了损失的严重性和不确

定性，因此，狭义医源性风险可以归纳为由于医疗

服务所引起的，最终给患者生理、心理及经济等带

来不良后果的可能性［１０］ ． 从管理学的视角出发，
探究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散及治

理，采用医源性风险的狭义定义较为合理［１］ ． 与
目前医疗体系中主要由医疗行为本身所引起的医

源性风险不完全相同，医联网下的医源性风险是

由医患双方在医联网的技术环境下，通过科学分

析与社会理解来公共定义和建构的，因而具有技

术形态性、过程形态性与社会形态性．技术形态医

源性主要由医联网中所使用的信息技术本身的不

完善所引起，而过程形态医源性主要来自于医联

网所支撑的新型医疗服务过程的不规范，社会形

态医源性则由医联网所带来的新型医疗社会生态

的不健全所导致．
公众当前难以客观衡量医联网环境下的医源

性风险，因此会主观感知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的

可能性及损失，并且很可能由于各方因素的影响

和制约而系统性地高估或低估医联网环境下的医

源性风险，从而相应地产生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

险感知的悲观偏差或乐观偏差，并通过线上线下

等多种信息渠道将其分享给其他公众［１１］ ． 例如，
当人们接触到高科技医疗技术所导致的严重医疗

事故时，很可能对这类技术形态医源性风险产生

极度恐惧和过度担忧，并随之通过社交媒体和线

下等多种信息渠道将这种偏差认知扩散开来． 再
如，患者通过社交媒体与其他公众就可穿戴设备

所引起的安全和隐私问题的担忧与恐慌进行在线

讨论［１２］，导致需要使用这些可穿戴智能设备的部

分患者不再使用． 又如公众对疾病治疗方案的偏

差认知会以失真健康信息的形式通过医联网不断

扩散，演化为医联网下新出现的一种突出的社会

形态医源性风险［１３］ ．部分患者就是由于在线搜索

治病方案时被一些失真健康信息所误导，从而导

致贻误治疗，给患者健康带来巨大危害．可见，医
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线上线下多渠道沟

通环境中不断扩散，导致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

差感知被不断重复和反复强化，进一步扩大其传

播范围，从而导致医联网的应用产生社会接纳的

复杂性．
风险感知作为公众个体的主观意识［１４］，是个

体搜集、选择、理解危机信息并产生主观判断的过

程［１５］，即为个体对某事物表达的担忧和恐慌，包
括对风险的信息需求和应急行为，其决定了个体

如何管理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以应对风

险［１６， １７］ ．已有风险感知的研究多采用心理测量法

或案例分析法［１８］，从个体微观层面和社会宏观层

面分别探讨个体的接受度及知识水平、个体与风

险的心理距离以及个体在其社交网络中的邻近程

度等多种相关因素对个体风险感知产生的差异化

影响及作用机理． 当前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及其

扩散研究多集中于传统的由医疗行为本身所引起

的医源性风险问题． Ｆｉｋｓｄａｌ 等［１９］研究指出公众

对自身所患疾病进行自我诊断时经常在线搜索相

关信息，但其搜索需求存在偏好，其需求偏好主要

依赖于公众之前患类似疾病时的诊疗过程与效

果，部分依赖于公众对这类相关健康信息的过往

理解与经验认知，从而容易形成对该类健康信息

带有偏见的医源性风险认知． Ｋａｓｒａｉｅ 等［２０］研究

指出如果医疗服务者与患者之间就医学成像的医

源性风险、益处和替代方案等未进行积极交流，那
么大多数患者极易对具有辐射的医学成像所导致

的风险产生恐惧和担忧，逐渐形成医源性风险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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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感知，并经加工后不断分享给其他患者．此外，
电子药店的崛起将供应处方药的权利交给了市

场，自由市场对药品供应的有效控制极为有限，同
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导致许多公众不当使

用药品、接收错误诊断和医疗等，从而对其身心造

成伤害，并形成一种偏差感知［２１］ ． 而公众对数字

时代电子药店所产生的这类偏差认知又被商家加

以利用，作为一种影响人们消费行为和提高销量

的失真健康信息通过社交媒体持续扩散［２２］ ．总体

来看，目前关于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

知的扩散机理与干预策略研究仍相对匮乏． 我国

应在这一领域率先进行探索和实践，研究如何有

效预防和治理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

散，形成治理模式，不仅能促进健康中国战略，还
将为全球的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防控提

供中国方案．
社交媒体在线互动、传统媒介线上交流与线

下面对面沟通是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

知在公众中扩散的主要渠道． 移动互联网设备的

广泛应用和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催生了新的媒体

格局并深刻变革了现代社会的风险感知沟通方

式［２３］ ．近年来，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个体之间风险

感知沟通的重要渠道，亦成为公众交流、扩散其对

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所产生的偏差感知的主

要渠道之一［２４］ ．社交媒体具有开放性特征与“回
音室”效应［２５］，容易导致关于医联网下医源性风

险的相关偏差信息被不断重复和强化，长此以往

会使公众更容易对医联网所引发的医源性风险产

生恐慌心理，进而加速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

感知在公众中的传播与扩散． 传统媒介在医源性

风险感知沟通中的作用一直较为突出［２６］，是人们

交流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另一主要渠

道．本研究所讨论的传统媒介是相对于广播、电视

以及报纸等传统大众传播而言，在人际传播的情

景中借助媒介技术手段与通讯工具实现的人与人

交流的中介化沟通． 以电话、手机（非智能手机）
为代表的传统媒介与以智能移动设备为基础的社

交媒体的差别在于，传统媒介不依赖于软件或应

用程序，虽然功能单一但稳定性较强；而以微信为

代表的新兴社交媒体则依赖软件或应用程序以实

现其交流、沟通和传播的功能 ［２７］ ． 虽然电话、手
机（非智能手机）等传统媒介所承载的信息非常

有限，其信息传播模式也相对比较滞后，不能为人

们提供多样化且及时的信息需求，同时交流方式

的单一性也制约了公众的互动性，但仍有部分老

年人群使用．由于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散也

经常发生于老年人群中，而老年群体并非全部使

用社交媒体或智能手机，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研

究从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介两个维度来考察个体间

的在线交流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公

众中扩散的影响，以期建构准确的传播模型． 此
外，线下面对面的人际沟通因其影响力强、互动性

强等特征仍是广大民众交流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

的主要渠道，但线下面对面接触与沟通存在时空

局限性［２８］ ．可见，社交媒体、传统媒介及线下等三

种主要信息渠道各具特点，掌握医联网下医源性

风险偏差感知通过以上多种信息渠道在公众中扩

散的规律，探究基于多渠道的医联网下医源性风

险偏差感知扩散防控策略，对于医联网下医源性

风险偏差感知的治理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兴于世纪之交的网络科学在过去二十年取得

重要进展，网络科学中的多重网络理论为理解和

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多重网络

是对单层复杂网络的拓展，其重点关注真实复杂

系统中同一组元素在多个不同层面的交互影响，
将同一组元素间的多种不同作用方式区别对待，
以开展更为准确有效的复杂系统研究． 如果用不

同类型的节点表示对医联网诱发的医源性风险具

有不同认知的公众，将公众通过社交媒体、传统媒

介与线下渠道交流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

所形成的三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看作三种不同类型

的链接，那么可将公众通过以上三种信息渠道交

流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构成的复杂系统

看作一组多重网络．因此，可以建立以上多种信息

渠道构成的多重网络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

感知扩散的动力学模型，利用模型对医联网下医

源性风险偏差感知通过多种渠道扩散的过程进行

清晰描述和刻画，通过对模型动力学性态的定性、
定量分析、参数估计及相关案例探讨来揭示医联

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散规律，深入研究

这一多重网络中子网络层之间医联网下医源性风

险偏差感知扩散的交互作用机理，从而探究公众

通过多种渠道互动如何交互作用影响医联网环境

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散，为提出合理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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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近年来，随着网络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迅速

发展，已有学者将单层复杂网络上的动力学模型

推广至多重网络空间，对流行病与相关警觉意识

信息在某一社会群体中的竞争传播［２９ － ３１］、同一群

体中考虑耦合增强效应的谣言与行为的耦合传播

以及这两种动力学过程间的交互作用［３２］、组织中

两种知识的耦合传播［３３］、考虑员工之间多种不同

沟通渠道及其之间交互影响的知识传播［３４］、隐性

知识传播［３５］以及医联网环境下考虑多种信息渠

道及其之间相互影响的失真健康信息传播［３６］等

进行动力学建模与复杂系统仿真研究，取得重要

进展．通过建立多重网络上的传播动力学模型和

仿真模拟，从传播机理方面揭示耦合传播的规律，
分析耦合传播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了解传播

过程的全局性态，预测变化发展趋势，为干预策略

的提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及可靠的数量依

据．然而，现有文献对于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

感知通过多种信息渠道扩散而开展的复杂网络动

力学研究相对匮乏．此外，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

传播与传染病传播的机制截然不同：个体对医联

网下医源性风险产生的偏差感知是通过相互间的

医源性风险偏差信息交换与自身主观判断不断建

构而逐渐形成的，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记忆性，个
体通过社交媒体、传统媒介及线下其中任一渠道

交流医源性风险的相关偏差信息，对其通过其他

渠道传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都有一定

影响．这与传染病传播不同，在传染病传播中这次

接触是否发生传染与下一次接触的传染效果相互

独立．因此，需要构建一个符合医联网下医源性风

险偏差感知扩散特征的动力学模型来解释、探索

和定量地分析其扩散模式是如何在社会系统中演

化的．
鉴于此，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多重

网络理论与传播动力学理论，构建医联网环境下

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多渠道扩散模型；其次，对
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动力学分析，探讨区分医联网

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多渠道构成的多重社会

网络中扩散开来与否的阈值条件；最后，利用实际

数据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案例分析，探究如何

防治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
对比现有研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将多

重网络理论与传播动力学理论引入医联网环境下

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研究中，构建多渠道构

成的多重网络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

散的动力学模型，探究社交媒体在线互动、传统媒

介线上交流及线下面对面直接沟通等多种传播渠

道交互作用下的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

散与演化机制．与描述性研究、统计研究及实验性

研究相比，多重网络传播动力学理论与方法能更

好地从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散机理方面来反

映其扩散规律，能使人们了解扩散过程中的一些

全局性态．本研究将推动基于多重网络的医联网

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模型研究，深化医联

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研究的理论和

方法，丰富多重网络理论与传播动力学理论在医

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领域的研究

成果．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提出正确认知教育

与偏差感知纠偏的融合使用策略，并提出基于

多渠道的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管

控策略，讨论了融合并适度管控社交媒体、传统

媒介及线下等多种信息渠道以控制医联网下医

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的有效方法，为合理利

用正确认知宣传、偏差认知纠偏及多种信息渠

道有效预防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

在社会公众中的扩散提供决策参考． 本研究也

可为有效应对医联网引起的社会型医源性风险

问题所制定的相关策略的调整和优化提供更多

规律性与科学性参考．

１　 模型构建

用节点表示公众个体，用节点之间的某一种

类的链接来表示公众间通过社交媒体、传统媒介

及线下其中一种渠道传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

差感知所形成的关联关系．那么，基于多重网络理

论可以将公众在医联网环境下通过以上三种主要

信息渠道传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所形

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看作一组多重网络，网
络框架如图 １ 所示．图中各节点分别代表对医联

网诱发的医源性风险已产生偏差感知的公众、尚
未对医联网下的医源性风险产生偏差感知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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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弱化者

及免疫者．多重网络中子网络层之间的层间边由

各节点本身连接，各子网络层的节点完全相同，都
表示公众．每一子网络层内的链接与其他子网络

层内的链接互不相同，分别代表公众间基于不同

沟通方式形成的不同关系．

图 １　 三种主要信息渠道构成的多重网络框架图

Ｆｉｇ． １ Ｆｒａｍ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由于个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社交媒体在线交

流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次数之间差异

性较大，因此本研究依据个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

社交媒体在线交流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

的次数对其进行分组，并将一个个体在单位时间

内通过社交媒体在线交流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

差感知的次数 ｋ 设为这一个体在社交媒体子网络

层中的度，其中 ｋ ＝ ０， １，…， ｎ． 用 Ｎ， Ｎｋ 分别表

示整个多重网络中节点的总数与在多重网络中的

社交媒体子网络层中度为 ｋ 的节点的数量． 用
Ｓｋ（ ｔ） 表示 ｔ 时刻在社交媒体子网络层中度为 ｋ
的尚未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产生偏差感知的节

点的数量；用 Ｉｋ（ ｔ） 表示 ｔ 时刻在社交媒体子网络

层中度为 ｋ 的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的

数量；用 Ｒｋ（ ｔ） 表示 ｔ 时刻在社交媒体子网络层

中度为 ｋ 的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弱化者

的数量；用 Ｍｋ（ ｔ） 表示 ｔ 时刻在社交媒体子网络

层中度为 ｋ 的经过正确认知教育或偏差认知纠偏

而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形成自身免疫

的免疫者的数量． 由 此 可 得 Ｎ ＝ ∑ ｋ
Ｎｋ ＝

∑ ｋ
（Ｓｋ ＋ Ｉｋ ＋ Ｒｋ ＋ Ｍｋ） ．基于以上分析，从多重

网络中随机选取一个节点其在社交媒体子网络层

中度为 ｋ 的概率为 ｐ（ｋ） ＝ Ｎｋ ／ Ｎ，ｐ（ｋ） 即为社交

媒体子网络层的度分布．
设一个在社交媒体子网络层中度为 ｋ 的尚未

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产生偏差感知的节点每次

通过社交媒体与其他节点在线交流医联网下医源

性风险感知时随机接触到一个在社交媒体子网络

层中度为 ｌ 的节点的条件概率为 ｐ（ ｌ ｜ ｋ） ． 本研究

在模型构建中基于“能够解决问题的最简单模型

为最优模型” 的思想，并不考虑各子网络层内部

网络 结 构 的 相 关 性， 因 此 可 得 ｐ（ ｌ ｜ ｋ） ＝

〈ｋ〉 －１ ｌｐ（ ｌ），〈ｋ〉 ＝ ∑ ｋ
ｋｐ（ｋ） 表示社交媒体子网

络层的平均度．因此，一个在社交媒体子网络层中

度为 ｋ 的尚未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产生偏差感

知的节点在 ｔ 时刻每次通过社交媒体与其他节点

在线交流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感知时接触到

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的概率为

〈ｋ〉 －１∑ ｌ
ｌｐ（ ｌ） Ｉｌ ／ Ｎｌ ．

个体的心理能量、社交精力和时间都有

限［３７］，短期内每一个体只能通过线下渠道与其他

个体进行有限次数的关于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

知的面对面直接沟通，并且个体在单位时间内线

下面对面交流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次

数之间差异性不大．因此，设每一个体在单位时间

内与其他个体线下面对面交流医联网下医源性风

险偏差感知的次数为常数 Ｃ ． 此外，设每一个体

在单位时间内通过传统媒介交流医联网下医源性

风险偏差感知的次数为某一数值 Ｃ０ ．基于刺激－
反应理论，某一个体通过社交媒体在线交流医联

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次数增多，很可能使

该个体形成交流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

习惯，逐渐成为其平时工作和生活中关注的热点

之一，从而促进该个体通过传统媒介进行交流．然
而，如果该个体在一段时间内通过社交媒体在线

交流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次数过多，
那么该个体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不愿再通过传统

媒介进行交流．因此，在模型构建中需考虑子网络

层间网络结构的关联性． 本研究设传统媒介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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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层的平均度 Ｃ０ 为社交媒体子网络层的平均度

〈ｋ〉 的先增后减函数，可构建如下函数 Ｃ０ ＝Ｃｍｉｎ０ ＋

（Ｃｍａｘ０ － Ｃｍｉｎ０ ）
ν

ν ＋ （Ｃ１ － 〈ｋ〉） ２
，其中正常数 ｖ 表

示传统媒介子网络层的平均度与社交媒体子网络

层的平均度之间的关系参数． 可见，ｖ 越小，意味

着传统媒介子网络层与社交媒体子网络层之间关

于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的相互关系

越强．常数 Ｃ１ 表示由于个体通过社交媒体在线交

流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次数过多而对

其通过传统媒介进行交产生疲劳心理所需的平均

交流次数，并且 Ｃ１ ≥ 〈ｋ〉 ．常数 Ｃｍａｘ０ 与 Ｃｍｉｎ０ 分别

表示一个公众在单位时间内通过传统媒介交流医

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次数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
本研究重心是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

的扩散机理及干预，将研究聚焦于医联网环境下

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的视角，因此，在下文模

型建立和理论分析等部分将固定个体的医联网下

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收益．具体的，设 ｔ 时刻单位

时间内一个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每次

通过社交媒体、传统媒介及线下渠道将其对医联

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所产生的偏差感知传播给尚

未产生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个体后，
引起其感同身受并产生风险认同感，使其转化为

一个新的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的概率

分别为 β，λ 与 μ ．以上三个概率所代表的不同类

型节点之间在单位时间内相互转换的可能性是通

过节点间交流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后才

会发生的，因此，在复杂网络传播动力学中将其称

之为传播率系数．

公众对于医联网所引发的医源性风险的主观

判断和自身经历往往也能直接决定其对医联网下

医源性风险的认知情况，因此，本研究设 ｔ 时刻单

位时间内一个尚未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产生偏

差感知的个体由于不当医疗及自身不合理的主观

意识而自主产生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

概率为 δ．基于规范行为理论，设一个公众周围的

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数量越多，其越

容易由于自身不合理的风险认知而自主产生医联

网环境下的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
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通过一种

渠道传播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对其通过其它渠

道分享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存在一定的促进作

用．为此，本研究设社交媒体子网络层中的传播

率系数 β 是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除

社交媒体外的另外两种渠道中被公众在单位时

间内交流的平均次数 （Ｃ ＋ Ｃ０） 的增函数；设传

统媒介子网络层中的传播率系数 λ 是医联网下

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除传统媒介外的另外两

种渠道中被公众在单位时间内交流的平均次数

（Ｃ ＋ 〈ｋ〉） 的增函数；设线下面对面沟通子网络

层中的传播率系数 μ 是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

差感知在除线下渠道外的其它另外两种渠道中

被公众在单位时间内交流的平均次数 （Ｃ ＋
〈ｋ〉） 的增函数． 研究指出，增加冗余信号可以

提高个体形成某种行为意识的可能性，但每新

增一次信号的促进作用递减［３８］ ，因此，设任一渠

道中的传播率系数是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

感知在其它渠道中被公众在单位时间内交流的

平均次数的增函数，但增长率递减，本研究构造

如下函数

β ＝ β１ ＋ （β２ － β１）
Ｃ ＋ Ｃ０

β３ ＋ Ｃ ＋ Ｃ０
， 　 β１ ≤ β２ ≤１， β３ ＞ ０

λ ＝ λ１ ＋ （λ２ － λ１）
Ｃ ＋ 〈ｋ〉

λ３ ＋ Ｃ ＋ 〈ｋ〉，
λ１ ≤ λ２ ≤１，λ３ ＞ ０

μ ＝ μ１ ＋ （μ２ － μ１）
Ｃ０ ＋ 〈ｋ〉

μ３ ＋ Ｃ０ ＋ 〈ｋ〉，
μ１ ≤ μ２ ≤１， μ３ ＞ ０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１）

式中正常数 β１，λ１ 与 μ１ 分别表示社交媒体子网络

层、传统媒介子网络层与线下子网络层中的最小

传播率系数，正常数 β２，λ２ 与 μ２ 分别表示社交媒

体子网络层、传统媒介子网络层与线下子网络层

中的最大传播率系数． 它们的实际意义是指一个

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在单位时间内每

次通过社交媒体、传统媒介与线下渠道将医联网

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传播给其他个体后，其他

个体转化为新的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

的最小概率分别为 β１，λ１ 与 μ１，而其他个体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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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的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的最大概

率分别为 β２，λ２ 与 μ２ ． 常数 β３，λ３ 与 μ３ 分别表示

某一信息渠道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

扩散受到另外两种信息渠道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

险偏差感知扩散的影响程度，用于刻画三种主要

信息渠道中任意两种信息渠道间医联网下医源性

风险偏差感知扩散的不同的相互促进关系．
设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与弱

化者在单位时间内受内部及外部因素影响而彻底

改变其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所产生的过高或过

低的感知水平，恢复并维持正常的医源性风险感

知，从而转化为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

感知免疫者的概率分别为 γ１，γ２ ． 设医联网环境

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在单位时间内由于遗

忘因素的影响而转化为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

险偏差感知弱化者的概率为 ω，设医联网下医源

性风险偏差感知弱化者在单位时间内受自身及

外部因素的影响再次转化为医联网下医源性风

险感知偏差者的概率为 σ ． 基于以上扩散机理

分析和必要假设，建立多渠道构成的多重网络

中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的动

力学模型

ｄ Ｓｋ（ ｔ）
ｄ ｔ ＝ －βｋＳｋ（ ｔ）∑

ｎ

ｌ ＝ １

ｌｐ（ ｌ）
〈ｋ〉

Ｉｌ（ ｔ）
Ｎｌ（ ｔ）

－ μＣ＋λ Ｃｍｉｎ０ ＋（Ｃｍａｘ０ －Ｃｍｉｎ０ ）
ν

ν＋（Ｃ１ －〈ｋ〉） ２
( ) ＋ δ( )

Ｓｋ（ ｔ）
Ｎ ∑

ｎ

ｌ ＝ ０
Ｉｌ（ ｔ），

ｄ Ｉｋ（ ｔ）
ｄ ｔ ＝ βｋＳｋ（ ｔ）∑

ｎ

ｌ ＝ １

ｌｐ（ ｌ）
〈ｋ〉

Ｉｌ（ ｔ）
Ｎｌ（ ｔ）

＋ μＣ ＋ λ Ｃｍｉｎ０ ＋ （Ｃｍａｘ０ － Ｃｍｉｎ０ ）
ν

ν ＋ （Ｃ１ － 〈ｋ〉） ２( ) ＋ δ( ) ×

Ｓｋ（ ｔ）
Ｎ ∑

ｎ

ｌ ＝ ０
Ｉｌ（ ｔ） ＋ σＲｋ（ ｔ） － （γ１ ＋ ω） Ｉｋ（ ｔ），　 　 　 　 　 　 　 　 　 　 　 　 　 　 　 　 　 　 　 （２）

ｄ Ｒｋ（ ｔ）
ｄ ｔ ＝ ωＩｋ（ ｔ） － （σ ＋ γ２）Ｒｋ（ ｔ），

ｄ Ｍｋ（ ｔ）
ｄ ｔ ＝ γ１ Ｉｋ（ ｔ） ＋ γ２Ｒｋ（ ｔ）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式中参数含义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式（２）中各参数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２）

参数 含义

β 社交媒体子网络层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传播率系数

μ 线下面对面交流子网络层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传播率系数

λ 传统媒介子网络层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传播率系数

δ 个体在单位时间内受周围环境影响而自主产生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概率

Ｃ 节点在线下面对面沟通子网络层中的平均度

Ｃ０ 节点在传统媒介子网络层中的平均度

〈ｋ〉 节点在社交媒体子网络层中的平均度

γ１ 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在单位时间内转化为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免疫者的概率

γ２ 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弱化者在单位时间内转化为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免疫者的概率

σ 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弱化者在单位时间内转化为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的概率

ω 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在单位时间内转化为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弱化者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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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扩散阈值与理论分析

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阈值是

刻画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某一社会

系统中扩散初期的重要量，它表示在一个全部

由尚未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产生偏差感知的

个体构成的社会系统中，进入一个医联网下医

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在其纠正医源性风险偏

差感知所需的时间内将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通

过多种信息渠道传播给其他个体的平均数量．
当每个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在其认

知纠正期内将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传

播给其他人的平均数量大于 １ 时，那么该系统

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的数量会不

断增加并达到峰值；反之，当每个医联网下医源

性风险感知偏差者在其认知纠正期内将医联网

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传播给其他人的平均数

量小于 １ 时，那么该系统中医源性风险感知偏

差者的数量将直接逐渐减少为 ０，即医联网下医

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该社会系统中直接消失．
因此，扩散阈值可用于判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

险偏差感知是否会在社会系统中扩散开来． 再
生矩阵法被广泛应用于较为复杂的网络动力学

模型的扩散阈值计算中［３９］ ． 本研究采用再生矩

阵法计算式（２）的扩散阈值． 先进行归一化处

理，令 ｓｋ ＝ Ｓｋ ／ Ｎｋ，ｉｋ ＝ Ｉｋ ／ Ｎｋ，ｒｋ ＝ Ｒｋ ／ Ｎｋ，ｍｋ ＝ Ｍｋ ／
Ｎｋ，则式（２）变为

　

ｄ ｓｋ
ｄ ｔ ＝ － βｋｓｋ 〈ｋ〉 －１∑

ｎ

ｌ ＝１
ｌｉｌｐ（ｌ） － (μＣ ＋ λ（Ｃｍｉｎ０ ＋ （Ｃｍａｘ０ － Ｃｍｉｎ０ ）

ν
ν ＋ （Ｃ１ － 〈ｋ〉）２

) ＋ δ）ｓｋ∑
ｎ

ｌ ＝０
ｉｌｐ（ｌ），

ｄ ｉｋ
ｄ ｔ ＝ βｋｓｋ 〈ｋ〉 －１∑

ｎ

ｌ ＝１
ｌｉｌｐ（ｌ） ＋ (μＣ ＋ λ（Ｃｍｉｎ０ ＋ （Ｃｍａｘ０ － Ｃｍｉｎ０ ）

ν
ν ＋ （Ｃ１ － 〈ｋ〉）２

) ＋ δ）ｓｋ∑
ｎ

ｌ ＝０
ｉｌｐ（ｌ） ＋

σｒｋ － （γ１ ＋ ω）ｉｋ，
ｄ ｒｋ
ｄ ｔ ＝ ωｉｋ － （σ ＋ γ２）ｒｋ，

ｄ ｍｋ

ｄ ｔ ＝ γ１ｉｋ ＋ γ２ｒｋ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３）

其中 ｓｋ≥０，ｉｋ≥０，ｒｋ≥０，ｍｋ≥０，ｓｋ ＋ ｉｋ ＋ ｒｋ ＋ ｍｋ ＝１．
首先验证式（３） 满足使用再生矩阵法计算医

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阈值的条件，将
式（３） 重写为

ｄ ｘｋ（ ｔ）
ｄ ｔ ＝ ｆｋ（ｘ） ＝ Ｉｋ（ｘ） － υｋ（ｘ） （４）

其中 υｋ ＝ υ －
ｋ － υ ＋

ｋ ，ｋ ＝ ０， １，…， （２ｎ ＋ １），Ｉｋ（ｘ）
表示单位时间内由在社交媒体子网络层中度为 ｋ
的个体所构成的群体中新产生的医联网环境下医

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的出现率，ｖ －
ｋ （ｘ） 表示单位

时间内由在社交媒体子网络层中度为 ｋ 的个体

所构成的群体中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

差者的移出率，ｖ ＋
ｋ （ｘ） 表示单位时间内由在社交

媒体子网络层中度为 ｋ 的个体所构成的群体中非

新产生的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的

移入率．

定义 Ｘｓ ＝ ｛ｘ≥０ ｜ ｘｋ ＝ ０，ｋ ＝ ０，１，…，ｎ｝，

本研究所构建的式（３）存在唯一的无医联网环境

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平衡点 Ｅ０ ＝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可以验证以下

五个条件在式 （３） 的无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

险感知偏差者平衡点处成立：１） 如果 ｘ≥０，那么

Ｉｋ ≥０，υ ＋
ｋ ≥０，υ －

ｋ ≥０，其中 ｋ ＝ ０，１，…，２（ｎ ＋
１）；２） 如果 ｘｋ ＝ ０，那么 υ －

ｋ ≥０，其中 ｋ ＝ ０，１，…，
ｎ；３） 如果 ｋ ＝ ｎ ＋ １，ｎ ＋ ２，…，２（ｎ ＋ １），那么

Ｉｋ ＝ ０；４）如果 ｘ≥Ｘ，那么 Ｉｋ ＝ ０，并且当 ｋ ＝ ０，
１，…，ｎ 时， υ ＋

ｋ ＝ ０ ；５） 如果将 Ｉ（ｘ）设为 ０，那么

式（３）在无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平衡

点处的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 矩阵的所有特征值均有负实部．
因此，本研究可以采用再生矩阵法计算医联网下

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阈值．为便于计算，用 Ｉ
表示单位时间内各部分群体中新产生的医联网环

境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的出现率，用 ｖ ＋表示

单位时间内各部分群体中非新产生的医联网环境

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的移入率，用 ｖ －表示单

位时间内各部分群体中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

感知偏差者的移出率，可以得到 ｖ ＝ ｖ － － ｖ ＋ ，并且

可以推出

—４６—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Ｉ ＝

μＣ ＋ λ Ｃｍｉｎ０ ＋ （Ｃｍａｘ０ － Ｃｍｉｎ０ ）
ν

ν ＋ （Ｃ１ － 〈ｋ〉） ２( ) ＋ δ( )ｓ０∑
ｎ

ｌ ＝ ０
ｉｌｐ（ ｌ）

βｓ１ 〈ｋ〉 －１∑
ｎ

ｌ ＝ １
ｌｉｌｐ（ ｌ） ＋ μＣ ＋ λ Ｃｍｉｎ０ ＋ （Ｃｍａｘ０ － Ｃｍｉｎ０ ）

ν
ν ＋ （Ｃ１ － 〈ｋ〉） ２( ) ＋ δ( )ｓ１∑

ｎ

ｌ ＝ ０
ｉｌｐ（ ｌ）

︙

βｎｓｎ 〈ｋ〉 －１∑
ｎ

ｌ ＝ １
ｌｉｌｐ（ ｌ） ＋ μＣ ＋ λ Ｃｍｉｎ０ ＋ （Ｃｍａｘ０ － Ｃｍｉｎ０ ）

ν
ν ＋ （Ｃ１ － 〈ｋ〉） ２( ) ＋ δ( )ｓｎ∑

ｎ

ｌ ＝ ０
ｉｌｐ（ ｌ）

０
０
︙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ö

ø

÷
÷
÷
÷
÷
÷
÷
÷
÷
÷
÷
÷
÷
÷÷

，

υ ＝

（γ１ ＋ ω） ｉ０ － σｒ０
（γ１ ＋ ω） ｉ１ － σｒ１

︙
（γ１ ＋ ω） ｉｎ － σｒｎ
－ ωｉ０ ＋ （σ ＋ γ２） ｒ０
－ ωｉ１ ＋ （σ ＋ γ２） ｒ１

︙
－ ωｉｎ ＋ （σ ＋ γ２） ｒｎ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
÷
÷
÷
÷
÷÷

　 　 Ｉ 和 ｖ 在无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

差者平衡点 Ｅ０处的导数如下所示

Ｆ ＝ ＤＩ（Ｅ０）
Ｆ１１（ｎ＋１） Ｆ１２（ｎ＋１）
Ｆ２１（ｎ＋１） Ｆ２２（ｎ＋１）

æ

è
çç

ö

ø
÷÷

Ｖ ＝ Ｄυ（Ｅ０）
Ｖ１１（ｎ＋１） Ｖ１２（ｎ＋１）
Ｖ２１（ｎ＋１） Ｖ２２（ｎ＋１）

æ

è
çç

ö

ø
÷÷

其中 Ｖ１１（ｎ＋１） ＝ （γ１ ＋ ω） Ｉ（ｎ＋１） ，Ｖ１２（ｎ＋１） ＝ － σＩ（ｎ＋１） ，

Ｖ２１（ｎ＋１） ＝ － ωＩ（ｎ＋１） ，Ｖ２２（ｎ＋１） ＝ （σ ＋ γ２） Ｉ（ｎ＋１） ，并且

Ｆ１２（ｎ＋１） ， Ｆ２１（ｎ＋１） ， Ｆ２２（ｎ＋１） 均为 （ｎ ＋ １） × （ｎ ＋ １）

阶零矩阵， Ｉ（ｎ＋１） 为 （ｎ ＋ １） 阶单位矩阵，进一步

推出

Ｆ ＝

Ζｐ（０） Ζｐ（１） … Ζｐ（ｋ） … Ζｐ（ｎ）

Ζｐ（０） [ β
（σ ＋ ω）〈ｋ〉 ＋ Ζ ] ｐ（１） … [ ｋβ

（σ ＋ ω）〈ｋ〉 ＋ Ζ ] ｐ（ｋ） … [ ｎβ
（σ ＋ ω）〈ｋ〉 ＋ Ζ ] ｐ（ｎ）

︙ ︙ ⋱ ︙ ⋱ ︙

Ζｐ（０） [ ｋβ
（σ ＋ ω）〈ｋ〉 ＋ Ζ ] ｐ（１） … [ ｋ２β

（σ ＋ ω）〈ｋ〉 ＋ Ζ ] ｐ（ｋ） … [ ｋｎβ
（σ ＋ ω）〈ｋ〉 ＋ Ζ ] ｐ（ｎ）

︙ ︙ ⋱ ︙ ⋱ ︙

Ζｐ（０） [ ｎβ
（σ ＋ ω）〈ｋ〉 ＋ Ζ ] ｐ（１） … [ ｎｋβ

（σ ＋ ω）〈ｋ〉 ＋ Ζ ] ｐ（ｋ） … [ ｎ２β
（σ ＋ ω）〈ｋ〉 ＋ Ζ ] ｐ（ｎ）〛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
÷
÷
÷
÷
÷÷

，

其中 Ζ ＝ μＣ ＋ λＣ０ ＋ δ ．

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阈值

Ｒ０ 为再生矩阵 ＦＶ － １的谱半径，可以推出

Ｒ０ ＝ ρ（ＦＶ－１）

＝ ϕ（β 〈ｋ〉 －１〈ｋ２〉 ＋ μＣ ＋ λＣ０ ＋ δ ＋ Δ） （５）

在式 （５） 中， ϕ ＝
σ ＋ γ２

２（（γ１ ＋ ω）（γ２ ＋ σ） － σω） ，

Ｃ０ ＝ Ｃｍｉｎ０ ＋ （Ｃｍａｘ０ － Ｃｍｉｎ０ ）
ν

ν ＋ （Ｃ１ － 〈ｋ〉） ２
， 〈ｋ２〉

表示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在线互动、传统媒介线上

交流以及线下面对面直接沟通等多种主要渠道传

—５６—第 ８ 期 朱宏淼等： 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模型及干预



播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所构成的多

重网络的二阶矩， 〈ｋ２〉 ＝ ∑ ｋ
ｋ２ｐ（ｋ） ，并且可以

推出

Δ ＝ （β 〈ｋ〉 －１〈ｋ２〉 －（μＣ ＋ λＣ０ ＋ δ）） ２ ＋
４β（μＣ ＋ λＣ０ ＋ δ）〈ｋ〉 （６）

稳定性理论主要研究时间趋于无穷时微分方

程解的性态，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环境生态、社
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一个动力学方程

的零平衡点即为该方程的零解，本研究中的零平

衡点是指在某一时间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

偏差者的人数及其变化率均为 ０ 时式（３）的解．
一个动力学方程的正平衡点即为该方程的正解，
本研究中的正平衡点是指在某一时间点医联网下

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

差感知的弱化者、免疫者与尚未产生医联网下医

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公众等各类群体的数量均保

持稳定时式（３）的正解． 可以看出，式（３）不存在

正平衡点，就说明在不干预的自然状态下医联网

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虽然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

扩散开来，但当时间趋于无穷时仍会在社会系统

中逐渐消除．
根据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阈值

的推理和稳定性理论可得到如下结论［３９］：对
式（３），如果 Ｒ０ ＜ １，则 Ｅ０ 局部渐近稳定． 这意味

着，在所给人群中无论扩散初始时刻医联网下医

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的数量有多少，医联网下医

源性风险感知偏差感知者的数量都将直接逐渐减

小为 ０，即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都不会

扩散开来而是直接逐渐消失；如果 Ｒ０ ＞ １，则 Ｅ０

不稳定，可以预测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

者的数量将逐渐增大并达到峰值，即医联网下医

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必将在社会系统中扩散开来．
此时，应对社会公众实施必要的医联网下医源性

风险感知纠偏和医源性风险素养教育，提升公众

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的认知水平，使其对医联

网环境下的医源性风险产生正确认知，从而使尽

可能少的公众成为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

者． 因此，针对某一拟考察的社会系统，只要依据

以上阈值条件确保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已产生

偏差感知的个体数量始终控制在某一数值以下，
就可以使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该社会

系统中自动消亡．
从式（５） 看出，相比于仅大幅减小一种或两

种信息渠道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单

位时间内被公众交流的次数，如果同时对各信息

渠道进行适度管控，即同时适当地减小各信息渠

道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单位时间内

被公众交流的次数，那么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

差感知扩散阈值很可能变得更小，这意味着更有

助于控制整个社会系统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

差感知的扩散．

３　 参数估计与案例分析

随着医联网的发展和应用，医源性风险也在

医联网中显露出来，成为一种医联网的内生性风

险，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 在尚未接收到足够多

的、准确的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信息的情况下，公
众对医联网下的医源性风险可能存在过于悲观或

过于乐观的错误认知，即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的

偏差感知，从而影响到公众对医联网应用和普及

的态度，并做出不利于医联网推广的行为或言论．
本节试图在质化访谈的基础上了解公众对医联网

及其医源性风险的态度，并通过参数估计与案例

分析等研究方法开展验证性的跟进研究，以验证

本研究提出的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

多渠道扩散模型的准确性，同时找出改变或影响

公众认知的有效策略，为医联网的推广提供对策

性建议．
数据采集是参数估计的前提，本研究于 ２０２０年

８ 月 １ 日—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在北京市、上海市

和太原市的 ５ 所综合性大学、６ 家医院与 ２２ 家参

与“读万企，走中国”社会调查项目的企业中进行

线上数据采集．在北京市和上海市共招募 １６３ 位

教师、６９２ 位在读本科生或硕士生、２９４ 位医院工

作者和 ２２１ 位企业员工，在太原市共招募 １８７ 位

教师和 ５７５ 位在读本科生或硕士生作为访谈对

象，其中男性 ９４３ 人 （４４． ２％），女性 １ １８９ 人

（５５． ８％），未报告性别者 ０ 人．全部被试的年龄在

１８岁 ～５７岁之间（Ｍｅａｎ ＝３７． ５０，Ｓ． Ｄ． ＝２ ７３）．本研

究将所有访谈对象随机地分为两个组，即实验组和

对照组．其中，实验组中共有１ ０３７人，对照组中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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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９５ 人． 实验组中男性 ５３３ 人（５１ ４％），女性

５０４ 人（４８． ６％）；对照组中男性 ５７４ 人（５２ ４％），
女性 ５２１ 人（４７． ６％）．实验组与对照组的人数也

基本一致，并且实验组或对照组中教师、学生、医
院工作者及企业员工的相对密度基本一致，以确

保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基于学术伦理与

隐私数据保护，本研究隐去受访者的姓名、具体工

作单位等信息．根据访谈对象的职业与机构的差

异，分别建立 １３ 个微信群（其中教师群体 ２ 个

群、学生群体 ７ 个群、医护工作者 ３ 个群，以及企

业员工群体 １ 个群），供具有同质性的访谈对象

能够在线交流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信息及其感知

现状．微信群的建立也使得访谈对象们逐渐建立

起社会关系，访谈对象之间可以更多地通过社交

媒体、传统媒介及线下渠道开展交流．
在实验初期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中的受访

对象进行线下或线上的结构式访谈，依据实验组

和对照组中受访对象的回答情况、在微信群中的

话题引领性以及发言次数来招募有意愿对医联网

下医源性风险问题进行探讨的个体，作为实验组

与对照组中有代表性的受访对象． 按照配额抽样

法分别创建实验组微信群和对照组微信群，每个

群有 ２００ 位有代表性的受访对象，分别从教师群

体、在读本科生或研究生群体、医护工作者群体、
企业员工群体各抽取 ５０ 人． 实验组微信群和对

照组微信群分别由 ４ 位研究助理担任访问员，每
隔 １０ 天对这些有代表性的受访对象进行一次线

上的结构式访谈，每次访谈时提出的问题并不相

同，但所测试的内容基本一致．依据他们的回答情

况判断他们中有多少人对医联网下的医源性风险

产生了偏差感知． 每次访谈表示一个时间点，以
“一天”为单位时间，因此所获得的数据是连续

的．分别在实验组和对照组微信群中每隔 １０ 天

（每次访谈的前 ５ 天）分享一篇相同的关于医联

网正面宣传的文章，为受访对象在微信群中自由

交流提供基础文本．在对照组微信群中，访问员不

对受访对象进行任何纠偏干预，即任由受访对象

在微信群中自由讨论或发布关于医联网下医源性

风险的信息，无论信息是否失实．此外，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访问员每星期

监测一次微信群中交流的内容，发现在这一个月

内对照组 ２００ 人微信群中共出现 ７７ 条关于医联

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的失实言论 （共来自于

１３ 位实验对象），并发现在实验组 ２００ 人微信群

中共出现 ７５ 条关于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的

失实言论 （共来自于 ７ 位实验对象），两个微信

群的失实言论大致相当．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一

旦实验组微信群中出现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

感知的相关信息或讨论，群内研究助理就对这些

失实言论进行认知纠偏．具体的，在这一个月内针

对实验组中以上 ７ 位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产

生偏差感知的实验对象提出的 １５ 条偏差感知观

点，通过实验组微信群聊的“＠提醒”或“引用”功
能以及微信私聊功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适时辟谣回

应或予以纠正．其中有 ２ 位研究对象回应了研究

助理的纠偏，认识到了自己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

险的认知偏差． 对于另外 ５ 位研究对象，研究助

理通过微信私信的方式再次纠偏，传递正确认知

的信息，并获得了他们的正面回应．
结构访谈围绕受访者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

的“认知、态度、行为”三个维度展开：１） 访谈对

象对医联网的认知情况，如是否了解医联网的概

念框架，医联网与远程医疗、医疗物联网、互联网

医疗等的区别；２） 访谈对象对医联网的情感态

度，如评估自己赞成或反对医联网的推广和普及，
以及对医疗健康公共服务中可能带给自身和他人

的各种医源性风险（包括技术形态医源性风险、
过程形态医源性风险和社会形态医源性风险）的
评价倾向；３） 访谈对象对医联网实际行为，如是

否使用过医联网进行就医，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是否会尝试使用医联网，是否对周边的亲朋好友

表达过对医联网正面或负面的观点等． 在每次

“一对一”的线上访谈中，访问员首先评估并记录

受访者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的认知情况，即参

照上一次访谈，是否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有新

的认知，并判断新认知是否失实．其次，访问员评

估并记录受访者对医联网及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

的态度是否转变，并判断转变是正面还是负面．最
后，访问员评估并记录受访者在近 １０ 天内是否

采取相关的行动，如尝试检索收集医联网及其医

源性风险的新闻信息、计划通过医联网就医问诊、
向亲朋好友表达推荐或反对医联网的言行． 利用

辟谣平台和邀请专家来判断每一受访者是否为医

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 若受访者对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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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医源性风险的偏差感知仅停留在认知层面，
则判断受访者无偏差感知，若受访者的偏差感知

是在态度与行为层面，则判断受访者有偏差感知．
通过调查和访谈发现：１） 在实验初期，在实

验组 ２００ 位受访对象与对照组 ２００ 位受访对象

中分别有 ９４． ５％ 和 ９８． ５％ 的个体在谈到医联

网时认为自己和他人都对这一新时代的医疗健康

服务基础设施并不十分了解，其余受访者对医联

网下的医源性风险产生了偏差认知和错误理解；
２） 大约在第 ９ 次访谈时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中

均有接近 ４２％ 的受访对象受自身经验及他人影

响而对医联网下的医源性风险产生了偏差认知，
并且这些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认为他

人也会对医联网下的医源性风险有类似的认知；
３） 在进行认知纠偏后发现，实验组中几乎所有的

受访对象都逐渐对医联网下的医源性风险产生了

正确认知，而对照组中的受访对象在实验结束时

有约为 ９３％ 的个体已成为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

感知偏差者．基于以上实验获得的医联网环境下

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比例的实际数据 ｉ（ ｔ）用最

小二乘法来拟合本研究所构建的式（３）的各参

数，即尝试寻找一组参数 Λ ＝ ｛β，μ，λ，δ，γ１，γ２，
σ，ω｝ ，通过计算不同时间节点的实际数据 ｉ（ ｔ）
与模型得出的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

者比例∑ ｋ
ｐ（ｋ） ｉｋ（ ｔ） 的最小平方差总和，使模

型解与实际数据能有很好的拟合效果． 在本节的

参数估计中需定义最小目标函数为 Υ（Λ） ＝

∑
ｎｄ

ｔ ＝ ０
{ ｉ（ ｔ） －∑

ｎ

ｋ ＝ ０
ｐ（ｋ） ｉｋ（ ｔ） } ，其中 ｎｄ 表示选择观

测数据的次数． 现实中个体间的关系分布 ｐ（ｋ） 一

般服从幂律度分布，因此设 ｐ（ｋ） ＝ ｋ －α ／∑
ｎ

ｋ ＝ ０
ｋ －α，

α ＝ ３ ［３３］ ． 综上，可以得到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

感知偏差者比例变化的模型解与实验所获得的实

际数据的拟合图，如图 ２（ａ）和图 ２（ｂ） 所示．
从图 ２ 看出，本研究所提出的式（３）可以非

常好地描述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公众

间扩散的主要特征．因此，可以用该模型对某一社

会系统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散过

程进行数值模拟，估测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

感知是否会在所考察的这一社会系统中扩散开

来，进而确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治理及干预的程度．

（ａ）采取认知纠偏策略的实验组拟合结果

（ｂ）未采取认知纠偏策略的对照组拟合结果

图 ２　 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多渠道扩散

模型解与实际数据的拟合

Ｆｉｇ． 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ｉａｓｅ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ｓ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图 ２（ａ） 中所拟合的式（３）的各参数值分别

为： β ＝ ０． ２１０ ０， μ ＝ ０． ４３０ ６， λ ＝ ０． ０９６ ５，
δ ＝ ０． ０３５ ２，γ１ ＝ ０． ３５３ ５， γ２ ＝ ０． ５１０ ７， σ ＝
０ １００ ５， ω ＝ ０． ２１３ ２，用这些参数可以求出医联

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阈值为 Ｒ０ ＝
１． ０２９ ５，并且发现只对一小部分医联网下医源性

风险感知偏差者采取认知纠偏后，医联网下医源

性风险偏差感知就会在实验组中迅速消失． 图
２（ｂ）中所拟合的式 （ ３ ） 的各参数值分别为

β ＝ ０ ４１０ ８，μ ＝ ０． ５２２ ８， λ ＝ ０． １０９ ７， δ ＝
０． ０７５ ８， γ１ ＝０． ３０３ ７， γ２ ＝ ０． ２００ ３， σ ＝ ０． １０９ ２，
ω ＝ ０． ０２６ ５，用这些参数可以求出医联网下医源

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阈值为 Ｒ０ ＝ １． １００ ３，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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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估测出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在对

照组群体中能够达到的最大比例约为 ９７％．如图

２（ａ）和图 ２（ｂ） 所示，与对受访对象同时进行正

确认知教育和偏差感知纠偏相比，如果仅对受访

对象进行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正确认知的宣传和

讲解，那么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散

效率更高，扩散的范围明显更广，医联网下医源性

风险偏差感知在群体中存在的时间更久，从而对

医联网的发展和应用也更为不利．
本节最后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

险偏差感知通过多种信息渠道在公众间的扩散过

程进行数值模拟，探讨各信息渠道中医联网下医

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单位时间内被公众交流的平

均次数的不同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

散过程的影响，提出基于多渠道的最优干预策略．
设总人口数为 Ｎ ＝ １０７，Ｃ１ ＝ ５０，除参数 Ｃ，Ｃ０ 与
〈ｋ〉 外其余参数取值与图 ２（ａ） 中参数取值一致，
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各渠道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单位时间内

被公众交流的平均次数对其扩散过程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ｉａｓｅ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ｓｋ 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ｕｎｉｔ
ｔｉｍｅ ｏｎ ｉｔｓ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图 ３ 中，依据扩散的最大规模从大到小的顺序，
各曲线对应的扩散阈值分别为 １． ０３１ ５，１． ０３０ ３，
１． ０２７ ６．很明显，当扩散阈值大于 １ 时，医联网下

医源性风险感知偏差者的数量将逐渐增大，最大

比例甚至可达到 ４２％左右．这说明数值模拟结果

与理论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图 ３ 也验证了本研究

提出的理论模型在不同参数下具有一定的鲁棒

性．从图 ３ 中看出，与仅大幅减小一种或两种信

息渠道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单位时

间内被公众个体交流的平均次数相比，如果同时

适度减小各信息渠道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

感知在单位时间内被公众个体交流的平均次数，
那么对整个社会系统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

感知扩散的控制效果更佳，可以使医联网下医源

性风险偏差感知在社会系统中扩散所达到的最大

规模降低的更多．

４　 结束语

本研究从多重网络理论视角出发，通过构

建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多渠道扩

散模型，分析了不同干预策略对于医联网下医

源性风险偏差感知通过多种信息渠道在公众中

扩散的影响，并利用实际数据对所建立的模型

进行了参数估计和案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和

建议：
第一，为了有效防范和控制医联网下医源性

风险偏差感知在社会公众中的扩散，应适度进行

正确认知的宣传． 部分公众之所以对医联网环境

下医源性风险产生偏差感知并不断传播相关失实

言论，主要由于其并不了解医联网以及由此可能

诱发的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医源性风险，因此，需要

对这部分公众进行适度地正确认知教育和健康素

养培训，如营造积极的医患沟通氛围、通过电视、
广播等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平台强化对部分公众的

伦理自律和法律他律等引导措施，加强公众对基

于医联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变革的准确理解，
但正确认知宣传的频次不宜过多，以免使公众对

医联网下的医源性风险过度敏感，产生认知疲劳，
并导致逆反心理．此外，仅进行医联网下医源性风

险正确认知的宣传推广是不够的，在进行正确认

知宣传推广的同时，也要对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

风险感知偏差者进行认知纠偏． 部分公众是由于

在接触或使用互联医疗设施和在线卫生服务系统

的过程中出现了自身、家人或朋友的身心受到伤

害等问题，才会对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产生偏差

感知，且较难形成自我纠偏机制，并且这部分公众

也可能将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开

来．因此，需在了解具体情况的条件下通过领域专

家对这类公众进行认知纠偏、心理疏导及风险感

知沟通工作，同时也要规范自媒体信息的加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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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其重新理解和客观评估医联网所引发的医

源性风险，有效降低其传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

偏差感知的可能性，才能有效控制医联网环境下

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散．可见，同时采用正确

认知宣传与偏差认知纠偏两种干预策略，对医联

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在公众中扩散的消

减作用明显更强．
第二，通过对所建立的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

风险偏差感知扩散模型进行动力学分析，得出区

分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通过多种信息渠

道在公众中扩散开来与否的阈值．因此，依据阈值

条件，只要确保对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产生

偏差感知的公众数量始终在某一临界值之下，就
可以以最小代价使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

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直接消失．
第三，在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监管方面，

本研究发现与仅对社交媒体、传统媒介及线下其

中一种或两种渠道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

知的扩散进行深度管控相比，同时对以上三种信

息渠道进行适度管控，更有助于控制医联网下医

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散．因此，政府部门需同时

对各信息渠道中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的扩

散进行适度管控，可以更有效地预防医联网下医源

性风险偏差感知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扩散开来．
诚然，本研究尚存在不足，在建立医联网环境

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扩散模型时并未考虑人口

流动的影响，将医联网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通

过多种主要信息渠道扩散构成的复杂社会系统看

作一个多重静态网络． 未来的研究可以建立考虑

人口流动的多重动态网络模型，以进行更为准确

的医联网环境下医源性风险偏差感知多渠道扩散

机理与干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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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２２， ４２（７）： １９２７ －
１９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Ｇｈａｓｅｍａｇｈａｅｉ Ｍ， Ｔｕｒｅｌ Ｏ． Ｗｈｙ ｄｏ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ｔａｋｅ ＩＴ⁃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ｓｈｏｒｔｃｕｔｓ？ Ａｎ ｅｇｏ⁃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２２， ３９（２）： ４８３ － ５１２．

［３８］Ｃｅｎｔｏｌａ Ｄ．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ｏｍｏｐｈｉ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３３４ （６０６０）：
１２６９ － １２７２．

［３９］Ｄｒｉｅｓｓｃｈｅ Ｐ， Ｗａｔｍｏｕｇｈ Ｊ．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ａ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Ｊ］．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２， １８０（１）： ２９ － ４８．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ｂｉａｓｅ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ＺＨＵ Ｈｏｎｇ⁃ｍｉａｏ１， ＱＩ Ｊｉａ⁃ｙｉｎ２， ３∗， ＪＩＮ Ｚｈｅｎ４， ５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６２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
３．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６， Ｃｈｉｎａ；

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ｈ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ａｉｙｕａｎ ０３０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
５． Ｓｈａｎｘｉ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ａｉｙｕａｎ ０３０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ｂｉ⁃
ａｓｅ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ｓｋ （ＢＰＩ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ＨＳ）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ＰＩＲ ａｍｏ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Ｈ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ＢＰＩＲ ｓｐｒｅａｄ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ＨＳ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ｃｔｕ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ＢＰＩＲ ｕｎｄｅｒ ＩＨ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ＰＩＲ ｉｎ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ｏｒ ｔｗｏ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ｌ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ＢＰＩ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ｉａｓｅ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ｓ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２７—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